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

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 　 姬 

内容提要：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比较，指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实证研究的

回归模型构建中存在的哑变量设置以及标准化系数计算等问题；总结出在利用回归

模型作为量刑模型预测刑罚量时，必须有较高的决定系数，在利用回归模型分析量

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计算基准刑时，则不需要有较高的决定系数。在计算基

准刑时，拘役判决的基准事实不仅包括血液酒精含量等因素，还应当包括量刑影响

因素的参照水平；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则不必然包括血液酒精含量，但可能包括行

为人的经济状况。通过对全国 ２９１２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的研究，分析出影
响拘役天数、罚金数额、缓刑情况的显著因素，并排列出相对重要性顺序；总结出

拘役判决的基准事实为血液酒精含量，并据此计算出基准刑，即基准事实所对应的

拘役天数回归模型的预测值；分析出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包括血液酒精含量和车

型，并据此计算出基准刑；指出缓刑判决的规范化标准同时包括血液酒精含量和认

罪态度，并据此计算出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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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刑法修正案 （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以来，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争论从未中断。

其中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的讨论，〔１〕主要集中在量刑影响因素的分析、量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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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湖南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系 “法治湖南建设与区域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平台建设、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抽象危险犯的立案标准

研究”（１４ＹＢＡ１０６）、２０１４年部属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醉酒驾驶的定罪与量刑实证研究”

（２０１４１０５３２０２２）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屈茂辉教授的有益指导，张焰教授对本文的统计
方法提出了改进意见，胡荣才副教授复核了文中的统计方法与运算过程，罗点飞、郭婧昕、姚丽辉同学为２９８２份
判决书的数据输入、整理做了大量工作，特此致谢。

参见褚志远：《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规律实证研究》，《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３年第８期，第３０页以下；章桦、
李晓霞：《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特征及量刑模型构建实证研究———基于全国４７８２份随机抽样判决书》，《中
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９９页以下；周含玉：《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实证研究———以 ５０起危险驾
驶案件为样本》，《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第 １２０页以下；周宏伟：《危险驾驶罪中醉驾
认定的疑难问题实证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８８页以下。



型的构建、基准刑的确定、罪刑均衡的实现等方面。多数文章论及了单个量刑因素的影响，

并由此分析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分布特征以及罪刑不均衡的具体表现；少数文章论

及了量刑模型的建构、〔２〕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和基准刑的确定。〔３〕本文首先对

这些研究进行分析，提出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研究的若干改进建议；然后对全国

范围内２９１２份有效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样本进行研究，分析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
要性排序，计算拘役判决和罚金判决的基准刑，并探讨缓刑判决的规范化问题。

一、研究综述与评论

　　关于文献资料中论及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计算方法、回归
模型决定系数的作用、量刑基准事实的确定等问题，〔４〕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量刑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计算方法

　　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一般是通过比较回归模型的标准化系数得出。回归
模型的构建是由量刑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刑罚判决作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的。

褚志远建立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三种判决 （即拘役判决、罚金判决和缓刑判决）的回归模

型，并且通过偏相关分析和回归模型的标准化系数，比较了不同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

性。〔５〕但是，关于多元分类变量的纳入方法，〔６〕以及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中计算标准化系数的
方法，〔７〕褚志远的研究值得商榷。

　　褚志远在构建回归模型时，直接将多元分类变量作为定距变量。例如，将车辆类型分
别赋值为１、２，分别代表摩托车或助力车、汽车；将自首或坦白变量赋值为０、１、２，分别
代表无、坦白、自首；这些变量本身具有程度高低顺序，即为定序变量，赋值后可视为定

距变量。〔８〕我们认为，二元分类变量可以作为定距变量直接纳入回归方程，但多元分类变

量不能作为定距变量直接纳入回归方程。例如，上述车辆类型如果只有两类，则可以将汽

车赋值为０，摩托车或助力车赋值为１，从而作为定距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其中赋值为 ０的
汽车是参照水平。〔９〕但是，多元分类变量不能作为定距变量直接纳入回归方程，而必须将

其转换为哑变量，再根据 “同进同出”原则纳入回归模型。例如上述 “自首或坦白”变量，

如果有三个水平，则需要将参照水平以外的两个水平转换为两个哑变量。比如，将 “无自

首或坦白”作为参照水平，则设置 “自首”、“坦白”两个哑变量。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这

两个哑变量必须 “同进同出”。

　　褚志远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中计算标准化系数时，用到的计算方法为：标准化回归系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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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章桦等文，第１０６页。
参见前引 〔１〕，褚志远文，第３２页以下。
参见徐嘎：《论量刑基准》，载胡云腾主编：《中美量刑改革国际研讨会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第１６１页。与基准刑相对应的犯罪构成事实被称作 “基准事实”。

参见前引 〔１〕，褚志远文，第３２页以下。
同上文，第４１页注释７。
同上文，第４１页注释１０。
同上文，第４１页注释７。
参照水平，即在多元分类变量中作为比较基准的水平。例如，将车型分为汽车、摩托车，如果汽车是参照水

平，则回归方程中摩托车的系数代表摩托车相较于汽车影响量刑的比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Ｂ） ×标准差 （Ｓ．Ｄ）／１．８１３８。〔１０〕我们认为，标准化回归系数的计算应
当是将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标准化后，进行回归得到的系数。〔１１〕前者显然是一种估算方法，

后者则是根据统计学原理得到的标准化系数的计算方法，其比前者更加准确。

　　 （二）回归模型决定系数的作用

　　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高时，模型既可以用来计算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基准
刑，也可以作为量刑模型预测刑罚量。决定系数低时，模型可以用来计算量刑影响因素的

相对重要性以及基准刑，但不可以作为量刑模型预测刑罚量。

　　１．量刑模型要求较高的决定系数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回归模型作为量刑模型预测刑罚量时，模型的决定系数必须较高，
因为量刑模型本质上是预测模型。预测模型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数值得到一个模型，再利

用该模型预测将来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因变量数值。例如，学者通过对已有判决的数据进行

线性回归，得到一个拘役判决的线性模型，再根据这一模型估算某个尚未裁判的案件所可

能判决的拘役天数。预测模型能否实际运用，关键看它的预测准确率是否达到要求。预测

准确率取决于两个因素：起始值和模型的决定系数。起始值是预测准确率的最小值，它由

因变量的分布情况决定，与模型的构建无关。例如，根据本文收集的数据，缓刑情况回归

模型中的起始值为５０．６％，它由缓刑的分布情况决定。因为在２９１２个案例中，没有判决缓
刑的案件数为１４７３件，判决缓刑的案件数为 １４３９件，所以，无论将全部案件预测为判决
缓刑，还是预测为不判决缓刑，准确率都达到５０％左右。而决定系数 Ｒ２是用来衡量因变量

的变动中，有多大比例可以用自变量的变动来解释。如果决定系数为１，那么预测的准确率
肯定达到１００％。所以，预测准确率虽然和起始值有一定关系，但主要由决定系数决定。如
果一个模型的决定系数不高，该模型的预测率必定不会太高。所以，决定系数不高的回归

模型不能用于预测将来案件的刑罚量。

　　章桦等在关于量刑模型的研究中，虽然给出了模型的Ｆ检验和自变量的Ｔ检验值，但没
有给出模型的决定系数 Ｒ２。〔１２〕Ｆ检验结果显著，只能说明模型中的那些自变量联合起来确

实对因变量有影响，但不能说明影响程度的大小；Ｔ检验结果显著，只能说明有足够证据证
明该自变量对因变量有影响，但不能说明影响程度的大小；以上两者都不能说明模型的预

测准确率。这一指标是由决定系数 Ｒ２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必须给出模型的决定系数。

　　２．计算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不需要较高的决定系数
　　根据回归模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排列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顺序时，所构建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并不需要很高，这与构建量刑模型明显不同。因为

当决定系数高时，说明模型将几乎所有的显著影响因素都纳入其中，此时，根据回归模型

既可以很好地预测刑罚量，又可以准确地排列出各种显著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顺序；当

决定系数较低时，说明还有其他显著影响因素没有被纳入模型，由此，可能会对一些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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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参见前引 〔１〕，褚志远文，第４１页注释１０。此种方法参考郭志刚主编：《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０２页。
标准化的公式为 Ｚｘｉ＝（Ｘｉ－～Ｘ）／σ，即被标准化后的每个数值 Ｚｘｉ等于原数值 Ｘｉ减去自变量 Ｘ的均值，再除
以 Ｘ的标准差。
参见前引 〔１〕，章桦等文，第１０６页。



重要性较低的量刑影响因素是否能够被纳入回归方程产生影响，但是，对相对重要性较高

的量刑影响因素没有影响，也不影响我们通过标准化系数，比较已经纳入模型的量刑影响

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３．计算基准刑不需要较高的决定系数

　　基准刑是刑罚裁量从重从轻、加重减轻的基础，是基准事实所对应的刑罚量。而基准

事实之外，必然存在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量刑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高时，模

型可以对几乎所有显著因素进行控制；决定系数低时，模型对那些没有被纳入的显著因素

缺乏控制。对某些显著因素缺乏控制时，会导致根据回归模型得到的拘役天数预测值与拘

役天数的实际均值有所偏离。但当基准事实因素是相对重要性较高的显著因素时，预测值

与实际均值的偏离并不会导致罪刑不均衡，仍然可以用回归模型的预测值作为基准刑。

　　褚志远通过对明显偏离集中趋势的判决进行删除后所形成的理想样本 （此种样本得到

的回归模型决定系数由原来的０．３０７提高到０．８０３），总结出不同等级血液酒精含量所对应

的拘役刑期和罚金数额的实际均值，并认定此种均值为相应基准事实的基准刑。〔１３〕褚志远

的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对样本的删除并不合理。褚志远没有交代清楚，删除

偏离集中趋势的样本后，剩下的样本是什么样本。猜测有以下两种可能：首先，根据拘役

天数的分布来剔除，即把拘役天数在均值左右 ３倍标准差范围之外的样本点作为剔除对

象。〔１４〕然而，这种删除一般不可能将决定系数提高如此之多。例如，利用本文获得的数

据，连续四次把拘役天数在均值左右３倍标准差范围之外的样本点剔除，直到不存在均值左

右３倍标准差范围之外的样本为止，所得到的决定系数也才从 ０．２７９上升到 ０．３０７。〔１５〕其

次，根据影响拘役天数的因素来剔除，比如血液酒精含量异常高或低等等。使用这种方法，也

必须对被剔除的样本点逐一考察，就是否存在量刑偏差作出说明，在有充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才能删除。第二，基准刑的计算并不需要回归模型具有较高的决定系数，理由如上。所以，

褚志远没有必要为了计算拘役和罚金的基准刑，通过删除样本来提高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

　　 （三）量刑基准事实的确定

　　１．拘役判决的基准事实

　　拘役判决的基准事实不仅包括犯罪构成事实，〔１６〕还应当包括量刑影响因素的参照水

平。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事实为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 ２０１３年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量刑起点为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为 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的行为”所

对应的刑罚。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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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褚志远文，第３９页。
这是统计学中的通常做法。

这里的回归方法是：以拘役天数为因变量，以除罚金数额、缓刑情况之外的，对拘役天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

２０１４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指出：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

确定量刑起点；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

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依法确定宣告刑。可见，最高人

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都是根据犯罪构成事实确定的，也就是根据刑法分则规定的不

同法定刑幅度所对应的犯罪构成事实来确定。



刑罚量确定基准刑。而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包括 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
以上的血液酒精含量增量。合并两类事实，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基准事实为 “在道路

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为Ｘｍｇ／１００ｍｌ（Ｘ大于等于８０）的行为”。其实，仅仅这样确
定基准事实还不够。在确定基准事实与基准刑的对应关系时，其他对量刑具有显著影响的

变量都有一个参照水平，〔１７〕而这一参照水平也应该被包含在基准事实之中。所以，醉酒型

危险驾驶罪量刑的基准事实应该为：正常的成年人在我国中部地区道路上驾驶小轿车，血

液酒精含量为 Ｘｍｇ／１００ｍｌ（Ｘ大于等于８０）的行为，该行为人没有同类违法行为、有合法
牌证、配合执法行为，该醉酒驾驶行为没有发生财产或者人身损失、无赔偿情况、没有其

他从重或从轻情节。

　　基准事实应该包含参照水平，是因为在考虑血液酒精含量与拘役天数的线性关系时，
必须控制其他已经被纳入方程的显著变量，也就是必须消除其他量刑影响因素对拘役天数

的影响。在判决书中给出的拘役天数，是血液酒精含量与各种量刑影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

果。如果不控制其他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所得到的拘役天数均值就是所有因素影响下的

拘役天数，而不是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确立的基准事实所对应的基准刑。

　　褚志远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总结出不同等级血液酒精含量所对应的拘役天数
和罚金数额的实际均值，并认定此种均值为相应基准事实的基准刑。〔１８〕用这种方法计算基

准刑，实际上就是把样本点按照血液酒精含量分组，然后计算每组的平均值。这个处理办

法有效的前提是，影响拘役天数的其他因素要呈正态分布或者对称分布，也就是说各种从

重从轻、加重减轻情节的影响能够相互抵消。这一点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１９〕所以，醉酒

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基准事实必须包含各个参照水平，或者说在计算基准刑时，必须控制

血液酒精含量以外的其他已经被纳入方程的显著影响因素。〔２０〕

　　２．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
　　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取决于影响罚金判决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只有相对重要
性高的因素才能成为基准事实。从数据上说，用没有显著影响或者相对重要性不高的因素

作为基准事实，将导致不同的基准刑之间差距不大，从而导致不同案件的宣告刑过于集中，

不能体现刑罚的个别化差异。褚志远指出，血液酒精含量对罚金数额没有显著影响。〔２１〕本

文的研究结果显示，〔２２〕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车型和血液酒精含量对罚金的影响一样重要，但

在中、西部地区，车型对罚金的影响要大于血液酒精含量，在东部地区，赔偿态度和交通

事故发生程度对罚金的影响也高于血液酒精含量。从理论上说，刑法第５２条规定 “判处罚

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其中，对犯罪情节并没有限制性规定。并且，当拘

役和罚金同时适用时，拘役是主刑，罚金是附加刑。主刑与附加刑量刑时，参照的标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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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参照水平的分析。

参见前引 〔１〕，褚志远文，第３９页。
当然，褚志远是在删除一些样本后再计算基准刑的。但是，删除离散的样本点，不能等同于控制了其他显著

变量。而且，这种简单的删除方法是不合理的，理由已如上述。

本文后面在计算基准刑时，基准事实都包括参照水平。

参见前引 〔１〕，褚志远文，第３７页。褚志远指出，血液酒精含量对罚金数额的显著性为０．０５９，即没有显著
影响。

参见本文第四部分表３或者第五部分表５的罚金数额部分。



不必然相同。从经验上说，我国判处罚金刑一般与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行为造成的损害以

及行为人的赔偿态度相关性较大，与血液酒精含量的相关性并不必然很大。所以，罚金判

决的基准刑并不一定以血液酒精含量为根据。当血液酒精含量的相对重要性不高时，以之

为基准事实所得到的基准刑，对量刑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对于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应该如

何设定，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察。

二、判决书来源和数据分析方法

　　根据上述方法和理论，我们对全国范围内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进行研究，分析
各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计算拘役天数和罚金数额的基准刑，并探讨缓刑判决的规

范化问题。

　　 （一）判决书来源

　　本文依据的判决书全部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ｚｇｃｐｗｓｗ／）。
我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２３〕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
人口数量比例，计算出所占的判决书比例和数目，〔２４〕随机选取下载了２９８２份判决书。其中
７份没有写明详细血液酒精含量值的判决书被剔除，故有效样本为２９７５份。〔２５〕

　　 （二）变量设置及其含义

　　我们通过对判决书的归纳，总结出判决书中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可能具有相
关性的因素，将这些常用的非规范性因素和规范性因素进行整理，〔２６〕设定为２１个变量：案
例名、省级、地区、市级、性别、出生年、文化程度、同类违法行为、审判程序、行为年

月、行为发生具体时间、车型、合法牌证、血液酒精含量、交通事故发生程度、赔偿态度、

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拘役天数、罚金数额、缓刑情况。其中，性

别、出生年、文化程度以及行为发生具体时间的缺失值分别是５１３、１０１６、１１６３、７０。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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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本文的 “分层”是指分省份。即以约３０００份判决书为总数，根据省、市、自治区的人口数量比例，决定各省、
市、自治区的抽样比例以及抽样数目。得到各省份抽取的具体判决书数目分别为：西藏 ７份，青海 １３份，宁
夏１４份，海南２０份，天津２９份，北京４４份，新疆４９份，上海５２份，内蒙古５５份，甘肃 ５７份，吉林 ６２
份，重庆６５份，贵州７８份，山西８０份，福建 ８３份，陕西 ８４份，黑龙江 ８６份，辽宁 ９８份，江西 １００份，
云南１０３份，广西１０３份，浙江１２２份，湖北１２８份，安徽１３３份，湖南１４７份，河北１６１份，江苏１７６份，
四川１８０份，河南２１１份，山东２１５份，广东 ２３４份。本文 “随机样本”产生的方法，以北京 ４４份样本为
例，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利用关键词 “醉酒驾驶”、案由 “危险驾驶”、案件类型 “刑事案件”、文书类型

“刑事判决书”、审理法院 “北京”、判决时间 “从２０１４－０１－０１到２０１４－０６－３０”，搜索出总共４２３份判决
书。其次，将这４２３份判决书分成４４个等距的间隔，即每个间隔中包含４２３／４４≈９份判决书 （对其他４２３－
３９６＝２７份判决书进行随机删除，即利用 ＳＰＳＳ中的函数 ＲＶ．ＵＮＩＦＯＲＭ （１，４２３）产生 ２７个均匀分布的随机
数，再根据这一随机数进行删除）。最后，在每个间隔的９份判决书中随机抽取１份，得到共４４份判决书。
按照这一比例，总共需要２９８９份判决书。但因为江西和西藏的样本数不足，导致判决书总数变成 ２９８２份。
江西需要１００份样本，实际总共９４份；西藏需要７份样本，实际总共６份。考虑到数额相差不大，所以仍然
予以采用。

本文下载的判决书判决时间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的期间内。本文的数据收集工作开始时间为２０１４
年８月，当时，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的判决书主要是２０１４年的判决，虽然有 ２０１３年的判决书但并不多。所
以，我们只选取上述期间的判决书作为考察总体，然后进行随机抽样。

所谓 “规范性因素”是与 “非规范性因素”相对而言的。规范性因素是判决书明确指出的或者法律明文规定

的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有影响的因素；非规范性因素是指判决书没有指出并且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但

实际上对量刑有影响的因素。



失值较大，且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因素，所以予以剔除。〔２７〕另外，审判程序和行为年月虽

然和量刑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也不是我们关心的因素，予以剔除。还有，省级、市级的等

级较多，所以我们直接用地区替代。最后剩下１３个变量。

　　 “地区”是根据各省份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划分出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地区、中

部地区、西部地区。〔２８〕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海南１１个省 （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８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１２个省 （市、自治区）。“车型”分为小轿车、摩托车、客

车和运营轿车、货车和其他车型等四类。货车和其他车型包括货车、只写明 “视为机动车”

或者没有写明的所有其他机动车。对于判决书中的 “小型汽车”，如果判决书通篇没有说

明，按小轿车处理；“小轿车”包含越野车。客车和运营轿车包括面包车、出租车。不属于

小轿车、客车、摩托车、货车的，判决书中写明 “视为摩托车”的，按摩托车处理；写明

“视为机动车”的或者没有写明的，按其他车型处理。“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因难以统计交

通事故导致的具体损失，所以仅分为未发生损失、只发生财产损失、只发生人身损失、发

生财产和人身损失四种情形。“赔偿态度”分为判决赔偿、无赔偿发生、协议赔偿、积极自

愿赔偿四种。无赔偿发生即没有发生事故或者无需赔偿 （自己受伤或财产受损）；判决赔偿

即应赔偿而没有赔偿或已说明是判决赔偿的；积极自愿赔偿、协议赔偿依据判决书中的认

定。“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可以分为自首、坦白、配合、不配合四类。自首即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坦白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配合，即没有自首或坦白情节，但有

自愿认罪、悔罪情形或者其他体现配合态度的情形；不配合，即没有以上三种情形。２０１４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可根据犯

罪性质、罪行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减少基准刑的 １０％以下； “依法认定自

首、坦白的除外”。可见，自首和坦白属于广义的认罪态度，自首、坦白、配合在法定的量

刑规定上没有重叠。“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分为从重情节、无或兼具其他从重从轻情节、

从轻情节三类。其他从重情节包括：（１）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或者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２）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的；（３）驾

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的；（４）有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的；（５）逃避公安机关

依法检查，或者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６）有危险驾驶、交

通肇事以外的前科的。〔２９〕从轻情节包括立功、初犯、被害人主要责任、积极缴纳罚金等。

上述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出现的概率不大，无需对其设定单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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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从理论上说，行为发生具体时间也许能够体现危险驾驶行为的公共危险性大小，从而影响量刑。但是，我们

将行为发生具体时间作为自变量纳入拘役、罚金、缓刑判决的回归模型中，得到的结论是：行为发生具体时

间对三种判决均不存在显著影响。所以，将其予以剔除。

根据国家统计局 “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以及２０００年国务院 《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

施意见》、２００６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我国经济地带划分为四个地区：东

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但本文采用普遍采用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三地区划分方法，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５０９／ｔ２０１５０９１３＿１２４３８２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访问。
参见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２０１４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运用 ＳＰＳＳ软件，分别以拘役天数、罚金数额、缓刑情况为因变量，以上述量刑影
响因素为自变量，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构建拘役、罚金、缓刑判决的回归模型，
研究各因素对三种判决的影响，〔３０〕并给出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另外，根据每种判

决的回归模型，计算出相应的基准刑 （或者规范化标准）。

　　因为缓刑情况是二元分类变量，所以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缓刑情况进行分析。鉴于
免予刑罚的判决数只有２４个，作为一个类别数量太少，不适合进行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并且，免予处罚的情况下，罚金数额和拘役天数均为零，对于线性回归来说，也是最低的

极端值；所以，将此类２４个样本作为极端值删除，得到２９５１份有效样本。
　　因为拘役天数和罚金数额都是连续变量，所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两者进行分析。
基于线性回归的假设前提，需要将所有的分类变量和有序变量转换为哑变量。设置哑变量

时，参照水平一般选择不属于需要从重、从轻、加重、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或者选择在

现实生活中发生频率较高的情节。所以，本文中的参照水平设置为：无同类违法行为、有

合法牌证、小轿车、未发生损失、无赔偿发生、配合 （执法行为）、无或兼具其他从重从轻

情节、中部地区。〔３１〕由此，得到包括哑变量在内的２２个变量 （除 “案例名”变量外），分

别为：有同类违法行为、无合法牌证、摩托车、客车和运营轿车、货车和其他车型、只发

生财产损失、只发生人身损失、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积极自愿赔偿、协议赔偿、判决赔

偿、自首、坦白、不配合 （执法行为）、从重情节、从轻情节、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血液

酒精含量、拘役天数、罚金数额、缓刑情况。其中，不配合 （执法行为）的样本数为 １５
个，占２９５１份样本的 ０．５％；从轻情节的样本数为 ２４个，占 ０．８％；这两类样本量太少，
作为异常值删除。〔３２〕最后得到２９１２个有效样本、２０个变量。
　　针对拘役、罚金、缓刑三类模型，本文将样本分为全国 （即原样本）、东部、中部和西

部四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以上各自变量对三种判决的影响，并对各影响因素

在量刑中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然后，进行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地区比较，

研究各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最后，根据回归模型，确定每种判决的基准事实和

·２７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３０〕

〔３１〕

〔３２〕

本文得到的模型决定系数都不是很高，这说明有重要的非规范性影响因素存在。技术上可以用 “模型残差”

代替这些因素纳入到回归模型。将 “模型残差”纳入回归方程，对一些相对重要性不高的影响因素是否能够

纳入回归模型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对那些相对重要性较高的因素则没有影响，对已经纳入回归方程的各种因

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排序的影响也不大，所以，本文不考虑这些没有纳入方程的非规范性影响因素。所谓

“模型残差”，就是因变量的真实值 （样本中的值）减去根据模型得到的因变量的预测值，这个残差代表一个

模型中被漏掉的影响因素。另外，从数据来看，拘役、罚金、缓刑三种判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在理

论上，三种判决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影响，这种数据上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于具有共同的影响因素而产生的。所

以，本文不涉及三者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而只考虑上述给出的因素对量刑的直接影响，也不考虑这些因素

通过一种判决对另一种判决的间接影响。如果同时考虑三种判决之间的关系以及量刑的间接影响因素，则需

要更为复杂的通径分析方法或者结构方程模型。

除小轿车和中部地区的参照水平外，其他参照水平的频率都是最高的，且均为无从轻从重、减轻加重的量刑

情节。之所以选择小轿车作为参照水平，是因为小轿车在一般的城市中比较普遍，且小轿车和摩托车的频数

相差并不大 （小轿车总数为１１９４辆，摩托车总数为１２１２辆）。之所以选择中部地区作为参照水平，是因为中
部地区经济水平适中，案件数适中 （东部地区为 １２２９件，中部地区为 ９２２件，西部地区为 ８００件）。另外，
我们分地区分别给出了罚金、拘役和缓刑的回归模型，这样可以完全摘除地区参照水平不同对模型的影响。

分类变量中某种类别数量过小，将导致卡方检验时交叉表格中出现较多的零值，或者导致回归分析时可能产

生严重的假性共线性问题，所以需要作为异常值删除。



基准刑 （或者规范化标准）。

三、拘役刑的影响因素和基准刑

　　 （一）拘役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

　　从样本数据可以得出，全国范围内拘役判决的平均数为 ７０．１９天，最小值为 ３０天，最
大值为１８０天。判决最多的是６０天，有８６９个案例。

表１　拘役天数的线性回归模型

拘役天数的

线性回归模型

全国范围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非标 标准 非标 标准 非标 标准 非标 标准

（常量） ２８．５８１ — １４．１２９ — ３０．３７３ — ２８．７２０ —

血液酒精含量 ．２４１ ．４１３ ．２５６ ．４９２ ．２１３ ．３３９ ．２４９ ．４２４

无合法牌证 ４．１７２ ．０５４ ３．８４６ ．０５６ — — — —

从重情节 ６．６７８ ．０７９ ６．０６５ ．０７７ １１．０８９ ．１２５ — —

积极自愿赔偿 １０．５９５ ．１１３ ７．９２２ ．０９１ １２．２６２ ．１２８ — —

协议赔偿 １２．４０９ ．１２４ １１．６０３ ．１２８ １２．６４７ ．１２４ — —

判决赔偿 １２．５２６ ．１５３ １４．０２３ ．１９４ ８．８８２ ．０９７ — —

东部地区 －１３．２９５ －．１８６ — — — — — —

西部地区 －２．１６７ －．０２７ — — — — — —

自首 －４．１５６ －．０４０ －６．４６８ －．０８２ －．５９５ －．００５ －１０．９４７ －．０８４

坦白 －．０８２ －．００１ －３．４３９ －．０５５ ７．０５２ ．０８３ －２．６６３ －．０３６

只发生财产损失 — — — — — — ９．４５７ ．１１６

只发生人身损失 — — — — — — ２６．０７１ ．１９３

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 — — — — — — １４．８１２ ．１８５

摩托车 －３．４５９ －．０４８ — — — — －５．８８６ －．０８１

客车和运营轿车 １．５６３ ．０１５ — — ２．２４８ ．０２０

货车和其他车型 －．９００ －．００６ — — — — ２．１３３ ．０１５

调整后决定系数 Ｒ２ ０．２７９ ０．３５０ ０．１８５ ０．２３１

注：因变量为拘役天数，连续变量和二分类变量的回归方法是逐步进入法，哑变量的回归方法是强制

进入法。“—”表示没有被纳入相应的模型。“非标”是指非标准化系数，“标准”是指标准化系数。带有

“”号的数据表示系数不显著的哑变量，即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的哑变量，显著性取值为 ０．０５。全国

范围样本数为２９１２个，东部地区样本数为１２２６个，中部地区样本数为８９８个，西部地区样本数为７８８个。

　　对拘役天数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拘役天数的全国范围回归模型，如表１（全国范围）。〔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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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这里的模型用数学式表达即为：拘役天数 ＝２８．５８１＋０．２４１×（血液酒精含量）＋４．１７２×（无合法牌证）＋
６．６７８×（从重情节）＋１０．５９５×（积极自愿赔偿）＋１２．４０９×（协议赔偿）＋１２．５２６×（判决赔偿）＋（－１３．２９５）×
（东部地区）＋（－２．１６７）×（西部地区）＋（－４．１５６）×（自首）＋（－０．０８２）×（坦白）＋（－３．４５９）×（摩托
车）＋（１．５６３）×（客车和运营轿车）＋（－０．９００）×（货车和其他车型）。即因变量等于非标准化系数乘以相
应自变量的连和再加上常量项。下面每个模型的表达式都是如此。



模型的调整后决定系数 Ｒ２为０．２７９。也就是说，模型中的因素虽然对拘役天数的判决有显
著影响，〔３４〕但只能解释不同案件之间２７．９％的拘役天数差异。所以，还存在其他重要的非
规范性因素影响判决，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量刑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分析。量刑

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是通过比较线性回归的标准化系数得出的；标准化系数越大，说

明此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从全国范围回归模型的标准化系数可以得出，拘役判决影

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为：血液酒精含量、地区、赔偿态度、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合

法牌证、车型、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

　　通过对不同地区的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各地区的回归模型，如表１（东部地区、中
部地区、西部地区）。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为：血液酒精含

量、赔偿态度、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合法牌证；在中部地区为：

血液酒精含量、赔偿态度、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在西部地区为：

血液酒精含量、交通事故发生程度、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车型。

　　 （二）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和血液酒精含量的相对重要性比较

　　从理论上说，拘役天数的量刑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血液酒精含量和交通事故发生程度。
从本文第五部分表５中拘役天数的四个模型可以看出，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只在西部地区有显
著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和其他地区都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其相对重要性不高。当然，相对

重要性排序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其对拘役刑的影响不大。因为，有的时候即使其相对重

要性排序低，但两者的标准化系数相差不大，其对拘役刑的影响也可能是比较大的。所以，

最稳妥的方法是比较交通事故发生程度与相对重要性排序第一的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如果

两者相差较大，则肯定说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的影响不大。

　　从表１和表５可以看出，对拘役判决来说，血液酒精含量的相对重要性是最高的。要考
察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对拘役刑的影响，可以将它的标准化系数与血液酒精含量的标准化系

数进行比较。在全国范围模型中，血液酒精含量的标准化系数为０．４１３，交通事故发生程度
没有显著影响，可见两者对拘役判决的影响相差很大。在东部地区模型中，前者为 ０．４９２，
后者没有显著影响。在中部地区模型中，前者为０．３３９，后者没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模
型中，前者为０．４２４，交通事故发生程度 （只发生人身损失）的标准化系数为０．１９３；前者
为后者的２．１９７倍，影响远大于后者。所以，对于拘役判决，无论是全国还是各地区，血
液酒精含量的影响都远远大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

　　 （三）赔偿态度和交通事故发生程度的关系

　　在拘役天数的模型中，值得注意的还有赔偿态度和交通事故发生程度之间的关系。两
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为未发生损失的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肯定无赔偿发生。如此，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就值得探讨。

　　在全国范围模型中，赔偿态度形成的哑变量系数均为正值，说明相对于参照水平 （无

赔偿发生）的拘役天数均值 （５９．５６天），积极自愿赔偿、协议赔偿、判决赔偿的拘役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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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因为几个哑变量是由一个分类变量或者定序变量转换而来 （例如积极自愿赔偿、协议赔偿、判决赔偿这三个

哑变量是由定序变量 “赔偿态度”转化而来），只要几个哑变量中有一个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根据哑变量

的 “同进同出”原则，其他哑变量就都要被纳入方程。所以，这里说的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指对应

的分类变量或者定序变量，而不是指表格中列出的所有哑变量。



均值 （７８．５１天、８０．３１天、７６．９１天）都要高些。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积极自愿赔偿、
协议赔偿、判决赔偿的拘役天数之间没有显著差别，而无赔偿发生与其他三者的拘役天数

都具有显著差别。〔３５〕前者说明实际发生赔偿后 （也就是对方有损失的情况下），赔偿态度

对拘役判决没有显著影响，后者则说明是否发生赔偿对拘役判决有显著影响。

　　交通事故发生程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３６〕在西部地区模型中，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形成
的哑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说明相对于参照水平 （未发生损失）的拘役天数均值 （６７．０３
天），只发生财产损失、只发生人身损失、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的拘役天数均值 （８１．５４天、
８７．５８天、８１．０７天）都要高些。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只发生财产损失、只发生人身损失、
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三者之间的拘役天数没有显著差别，而未发生损失与其他三者的拘役

天数具有显著差别。〔３７〕这说明是否发生损失对拘役判决有显著影响，而究竟发生何种损失

以及损失大小对拘役判决的影响不大。

　　虽然赔偿态度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的性质非常相似，但卡方检验显示两者有显著差
异，〔３８〕所以，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线性回归时可以被同时纳入回

归方程。

　　 （四）拘役刑的量刑规律和基准刑

　　从表１和表５可以看出，对于拘役天数，血液酒精含量的影响占绝对主导地位，远大于
交通事故发生程度；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只在西部地区有显著影响。地区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排列第二，赔偿态度的影响也较大 （西部地区除外）。血液酒精含量的影响占绝对主导地

位，从而可以将其作为基准事实来确定基准刑。地区因素的影响很大，说明各地拘役判决量

刑很不统一，所以，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确定拘役判决的基准刑或者基准刑幅度。〔３９〕

　　计算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拘役天数的基准刑，除了褚志远所使用的方法外，〔４０〕还有下面
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根据 “裸的基准事实样本”计算血液酒精含量所对应的拘役天数

的实际均值。〔４１〕这种方法是排除了其他已经被纳入方程的显著因素的影响，直接利用血液酒

精含量和拘役天数的数值，得到两者的对应值，如表２。所得到的基准刑可以表述为：血液酒
精含量为１３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拘役刑期为１个月；１５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２个月；１７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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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积极自愿赔偿与协议赔偿之间的显著性为０．９７７，积极自愿赔偿与判决赔偿之间的显著性为０．９７４，协议赔偿
与判决赔偿之间的显著性为０．５７２，而无赔偿发生与其他三者之间的显著性都远小于０．０００１。因方差检验不
齐，这里用到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方法为 Ｔａｍｈａｎｅ。
虽然只有在西部地区，交通事故发生程度才有显著影响。

只发生财产损失与只发生人身损失之间的显著性为 ０．９１０，只发生财产损失与发生人身和财产损失之间的显
著性为１．０００，只发生人身损失与发生人身损失和财产损失之间的显著性为０．８６４；而未发生损失与只发生财
产损失、发生人身和财产损失之间的显著性远小于 ０．０００１，未发生损失与只发生人身损失之间的显著性为
０．００５。因方差检验不齐，这里用到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方法为 Ｔａｍｈａｎｅ。
在２９１２个样本案例中进行卡方检验，显著性远小于 ０．０００１。在东部地区样本、中部地区样本、西部地区样
本中进行卡方检验，显著性也均小于０．０１。
所谓 “基准刑”和 “基准刑幅度”没有本质区别，基准刑既可以是一个确定的数值，也可以是规定上下限的

数值区间，而数值区间的基准刑就是基准刑幅度。

参见前引 〔１〕，褚志远文，第３９页。
所谓 “裸的基准事实样本”，是指将所有具有不是参照水平的量刑情节的样本都删除，剩下１３６个只具有参照
水平量刑情节的样本。这种样本排除了血液酒精含量以外的已经被纳入方程的因素对拘役天数的影响。因为

剩下的１３６个样本的拘役天数的取值均为整月，所以，计算血液酒精含量所对应的拘役天数的均值，转换成
了计算拘役天数所对应的血液酒精含量的均值。



表２　拘役天数所对应的血液酒精含量的实际均值

拘役天数

（天）
Ｎ

血液酒精含量均值

（ｍｇ／１００ｍｌ）
标准差 标准误

均值的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极小值 极大值

３０ ４４ １３０．５４１４ ３７．９６３３７ ５．７２３１９ １１８．９９９４ １４２．０８３３ ８３．４１ ２３３．１２

６０ ５０ １４６．７３９０ ４６．５８０４２ ６．５８７４７ １３３．５０１０ １５９．９７７０ ８８．３４ ２６２．２８

９０ ２８ １７３．１３０４ ５８．０７７２２ １０．９７５５６ １５０．６１０４ １９５．６５０４ ８０．３８ ３０３．３０

１２０ ９ ２０７．９４４４ ３８．５７８４５ １２．８５９４８ １７８．２９０４ ２３７．５９８５ １１５．００ ２４３．３９

１５０ ５ ２７１．２１００ ５２．１６１９４ ２３．３２７５３ ２０６．４４２４ ３３５．９７７６ ２０８．８０ ３４４．６９

总数 １３６ １５５．５５８６ ５５．３６３８９ ４．７４７４１ １４６．１６９７ １６４．９４７５ ８０．３８ ３４４．６９

为３个月；２１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４个月；２７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 ５个月。〔４２〕第二种方法是根

据所有样本数据，得到各种量刑影响因素与拘役天数的回归模型，再根据这一模型计算出

血液酒精含量所对应的拘役天数的预测值。根据表１的全国范围模型得出，对应的拘役天数

预测值为 （０．２４１×血液酒精含量 ＋２８．５８１）天。计算出来的基准刑可以表述为：血液酒精

含量为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拘役刑期为 １．５个月；１３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 ２个月；２５０ｍｇ／１００ｍｌ
时，为３个月；３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４个月；４５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４．５个月。〔４３〕

　　第一种方法得到的是１３６个样本形成的血液酒精含量均值与相应的拘役天数构成的离散

点，如表２所示。当然也可以说，第一种方法得到的是１３６个样本形成的血液酒精含量与相

应的拘役天数 “实际均值”构成的离散点。第二种方法等同于如下方法：即将第一种方法

得到的这些离散点，加上其他样本 （２９１２－１３６＝２７７６份样本）形成的血液酒精含量与相

应拘役天数 “实际均值”构成的离散点，拟合成一条回归直线。第二种方法得到的是这条

直线上的血液酒精含量与对应的拘役天数 “预测值”构成的点。〔４４〕也就是说，“实际均值”

和 “预测值”的关系，就是离散点和根据离散点拟合而成的直线的关系，这类似于商品价

格和价值的关系。我们称第一种方法为 “实际均值法”，第二种方法为 “预测值法”。

　　我们认为预测值法较实际均值法更为科学。首先，预测值法用到的样本数量更多，更

科学。实际均值法用到的裸的基准事实样本是从随机抽样的整体样本中得到的极少部分样

本，〔４５〕并且不符合随机抽样原理。预测值法用到了所有样本，而且这种样本是经过科学设

计而抽取的随机样本。其次，预测值法得到的拘役天数预测值与血液酒精含量之间成直线

正比关系，而实际均值法得到的拘役天数实际均值与血液酒精含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

实际均值法得到的血液酒精含量所对应的拘役天数实际均值，相较于褚志远计算得到的基

准刑，〔４６〕其优势在于控制了已经被纳入方程的其他量刑影响因素的影响。因为通过删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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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血液酒精含量取值仅取整数，且个位数四舍五入。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３０天与 ６０天所对应的血液酒精
含量均值之间的显著性为０．０９４，９０天与１２０天之间的显著性为 ０．０５２，其他拘役的不同组别之间的显著性
均小于０．０５。也就是说，依照此种方法得出的血液酒精含量均值，１个月与２个月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３个
月与４个月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因方差检验齐性，此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方法为 ＬＳＤ。
为方便数据可记忆和可区分，只保留十位以上的数值。

所谓 “预测值”构成的点，虽然由 “实际均值”的离散点拟合而来，但并不等于 “实际均值”的离散点。

即２９１２份样本中的１３６份，占总样本的４．７％。
参见前引 〔１〕，褚志远文，第３９页。



是参照水平的量刑情节样本，就排除了血液酒精含量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种

方法得到的是拘役天数的实际均值，将这种实际均值连接起来形成的线条并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具有很多拐点的曲线，从而不能体现血液酒精含量与拘役天数之间的直线正比关系。

并且，这种非直线正比关系很有可能导致相邻两组基准刑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４７〕而预测

值法得到的是根据所有样本点拟合而成的直线方程，这种直线方程体现出血液酒精含量与

拘役天数之间的直线正比关系。所以，预测值法相较于实际均值法更符合理论预设：拘役

天数与血液酒精含量成固定的正比关系，且每两相邻的组别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总之，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拘役天数的基准刑，应当是拘役天数回归模型的预测值，即 （０．２４１×血
液酒精含量 ＋２８．５８１）天。
　　预测值法也可以表述为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增量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
量刑指导意见》指出：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根据

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

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依法确定宣告刑。

可见，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拘役判决的量刑起点即为血液酒精含量为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的醉酒驾驶
行为所对应的拘役天数。根据预测值法，量刑起点约为１．５个月。〔４８〕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其
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根据预测值法，

血液酒精含量每增加５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拘役天数增加１２天左右。〔４９〕

　　预测值法确定的基准刑，与各省在司法实践中确定的基准刑肯定有所不同：各省的量
刑起点和基准刑增量数值，可能大于或者小于１．５个月和 １２天。出现这种不同是因为预测
值法确定的基准刑是以全国所有案例样本为基础而分析得出的 “平均基准刑”，平均数肯定

不会等于形成平均数的 “基础数”。这一平均基准刑可以作为各省基准刑的评判标准：如果

某省确定的基准刑数值与平均基准刑数值相差不大，则是合理的；如果相差很大，则不合

理。当然，我们认为更好的方法是，各省均采用预测值法确定的基准刑，〔５０〕以此为基础对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拘役进行量刑，从而确保拘役判决的统一和公正。

四、罚金刑的影响因素和基准刑

　　 （一）罚金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

　　从样本数据可以得出，全国范围内罚金判决的平均数额为４１４２．１７元，其中最小值为０
元，最高值为５００００元。９５．９％的案件判决的罚金在１００００元及以下，共 ２７９４个案例；判
决１００００元以上的共有１１８个案例，占案件总数的 ４．１％。判决最多的是 ２０００元罚金，共

·７７１·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４７〕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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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据本文中实际均值法得出的拘役天数基准刑分别为１个月与 ２个月所对应的血液酒精含量之间没有
显著性差异，３个月与４个月所对应的血液酒精含量之间也没有显著性差异。
此处的１．５个月即４７天 （即０．２４１×８０＋２８．５８１＝４７．８６１的整数部分）。根据预测值法，１．５个月对应的基
准事实应为：正常的成年人在我国中部地区道路上驾驶小轿车，血液酒精含量为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的行为，该行为
人没有同类违法行为、有合法牌证、配合执法行为，该醉酒驾驶行为没有发生财产或者人身损失、无赔偿情

况、没有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要特别注意，本文所述的基准事实与司法实践现有的认定，不太一致。

即０．２４１×５０＝１２．０５的整数部分。
当然，这里也可以确定基准刑幅度 （即基准刑区间），而非单一的基准刑数值。



有７４２个案例。
　　对罚金数额进行线性回归分析，〔５１〕得到罚金数额的全国范围回归模型，如表 ３（全国
范围）。〔５２〕从模型可以看出，调整后决定系数 Ｒ２是０．０７１。也就是说，模型中的因素只能
解释不同案件之间７．１％的 “ｌｇ罚金”数额差异。所以，还存在其他重要的非规范性因素在
影响罚金判决。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是通过比较标准化系数得出的，标准化系数越

大，说明此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从全国范围模型的标准化系数可以得出，罚金判决

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为：车型、血液酒精含量、交通事故发生程度、赔偿态度、自

首坦白及认罪态度、地区。

表３　罚金数额的线性回归模型

ｌｇ罚金的

线性回归模型

全国范围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非标 标准 非标 标准 非标 标准 非标 标准

（常量） ３．４２８ — ３．３９７ — ３．４０１ — ３．４１６ —

血液酒精含量 ．００１ ．１７４ ．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０１ ．２２１ ．００１ ．１３６

无合法牌证 — — — — — — －．０６５ －．０８４

摩托车 －．１１９ －．１７４ －．０９１ －．１４２ －．１７３ －．２３５ －．１１４ －．１６３

客车和运营轿车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６６ －．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５３

货车和其他车型 －．０６１ －．０４３ －．０６６ －．０４７ －．０９３ －．０６５ －．０２７ －．０２０

只发生财产损失 －．０６３ －．０８１ －．１１２ －．１６０ — — — —

只发生人身损失 －．０８３ －．０７４ －．０９２ －．０８５ — — — —

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 －．０６８ －．０８６ －．０５２ －．０６９ — — — —

东部地区 －．０１８ －．０２６ — — — — — —

西部地区 －．０３４ －．０４５ — — — — — —

自首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２８ — — — —

坦白 －．０４０ －．０５８ －．０４０ －．０６４ — — — —

积极自愿赔偿 ．０７２ ．０８１ ．１４８ ．１７１ －．０１７ －．０１８ — —

协议赔偿 ．０６７ ．０７１ ．１３１ ．１４５ －．０３９ －．０４０ — —

判决赔偿 ．０２９ ．０３６ ．１１６ ．１６０ －．０９８ －．１１１ — —

调整后决定系数 Ｒ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４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４

注：因变量为 “ｌｇ罚金”，连续变量和二分类变量的回归方法是逐步进入法，哑变量的回归方法是强
制进入法。“—”表示没有被纳入相应的模型。“非标”是指非标准化系数，“标准”是指标准化系数。带

有 “”号的数据表示系数不显著的哑变量，即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的哑变量，显著性取值为０．０５。全国
范围样本数为２９１２个，东部地区样本数为１２２６个，中部地区样本数为８９８个，西部地区样本数为７８８个。

　　通过对不同地区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各地区罚金判决的回归模型，如表３（东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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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罚金数额分布的偏态比较严重，所以先对罚金数额进行以 １０为底的对数变换。因此，对罚金数额的回
归，实际上是以 “ｌｇ罚金”（以１０为底的罚金数额的对数）为因变量。
这里的模型用数学式表达即为：ｌｇ罚金 ＝３．４２８＋０．００１×（血液酒精含量）＋（－０．１１９）×（摩托车）＋（－０．
０２９）×（客车和运营轿车）＋（－０．０６１）×（货车和其他车型）＋（－０．０６３）×（只发生财产损失）＋（－０．０８３）
×（只发生人身损失）＋（－０．０６８）×（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０．０１８）×（东部地区）＋（－０．０３４）×（西
部地区）＋（－０．０２２）×（自首）＋（－０．０４０）×（坦白）＋０．０７２×（积极自愿赔偿）＋０．０６７×（协议赔偿）＋０．
０２９×（判决赔偿）。



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罚金判决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

为：赔偿态度、交通事故发生程度、血液酒精含量、车型、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在中部地区

为：车型、血液酒精含量、赔偿态度；在西部地区为：车型、血液酒精含量、合法牌证。

　　 （二）罚金刑影响因素存在的争议

　　从理论上说，罚金刑的量刑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血液酒精含量、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和车
型。血液酒精含量代表行为的抽象危险性，交通事故发生程度代表实害结果，两者共同代

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车型则代表行为人的经济状况。

　　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中，罚金数额不仅与社会危害性相关，也与行为人的经济状况相
关，但两者孰轻孰重却无定论。通过比较罚金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可以分析出罚金

刑是更多受社会危害性的影响，还是更多受行为人经济状况的影响。如果血液酒精含量

（或者其他代表社会危害性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高于车型 （或者其他代表行为人经济状况

的变量），则说明罚金刑更多受犯罪行为的影响；如果车型的相对重要性高于血液酒精含

量，则说明罚金刑更多受行为人经济状况的影响。

　　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中，还存在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问题。罚金刑与被害人经济损
失 （即行为人的民事赔偿金额）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并没有定论。到底是被害人经济损

失越高，罚金刑越高；还是被害人经济损失越高，罚金刑越低？〔５３〕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考察

罚金数额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的关系得到解答。因为，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与交通事故发生

程度成正比，所以，如果罚金刑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成正比，则说明罚金刑与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成正比；反之，则说明罚金刑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成反比。

　　 （三）血液酒精含量和车型的相对重要性比较

　　从表３和表５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模型中，车型的影响很大，与血液酒精含量的相对
重要性并列第一。在各地区模型中，血液酒精含量的标准化系数和车型 （摩托车）的标准

化系数的绝对值相差不大 （表３）：在东部地区，前者为０．１４７，后者为 －０．１４２；在中部地
区，前者为０．２２１，后者为 －０．２３５；在西部地区，前者为 ０．１３６，后者为 －０．１６３。可见，
无论是在全国模型中，还是在各地区模型中，车型和血液酒精含量的相对重要性几乎相同。

这说明，罚金判决受到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经济状况同等程度的影响。

　　深入考察还可以发现，罚金刑与行为人的经济状况成正比。本文在最初设置 “车型”

变量的时候，将其分为小轿车、摩托车、客车和运营轿车、货车、其他车型等五类。在全

国范围内，通过对这五类车型的均值比较，发现小轿车的罚金均值最高，达到 ４９５９．２０元；
货车的罚金均值位居第二，为 ４４１５．００元；客车和运营轿车的罚金均值位居第三，为
４２２８．６９元。摩托车在样本数中比例最大，达到 ４１．２％，与小轿车的比例相当 （４０．４％），
但摩托车的罚金均值最低，仅为 ３３４３．０４元。可见，罚金数额基本与行为人的经济状况成
正比，这符合罚金刑的量刑原则。

　　 （四）罚金数额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的关系

　　考察罚金数额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的关系，主要看后者的哑变量的符号。如果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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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越大，罚金刑越低的理论逻辑是：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 （特别是血液酒精含量相同的

情况下），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越大，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赔偿金额就越高，从而导致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下降，可

以判处的罚金数额就不能太高。



说明相对于参照水平，哑变量代表的交通事故发生程度水平的罚金数额要低；反之，如果

为正，说明相对于参照水平，哑变量代表的交通事故发生程度水平的罚金数额要高。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模型和东部地区模型中，交通事故发生程度的哑变量的标
准化系数均为负，说明相对于参照水平 （未发生损失），只发生财产损失、只发生人身损

失、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的罚金数额均值都要低些。这样的结论似乎难以理解，但是，观

察图１可以看到，在全国范围内，罚金数额只与财产损失成微弱正比，与人身损失却呈现较
强的反比关系。所以，只发生人身损失与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这两种类型下的罚金数额均

值，都低于未发生损失类型下的罚金数额均值，从而导致这两个变量的系数为负值。〔５４〕这

一结果具有合理性，因为在发生人身损失的情况下，判处的拘役天数要高于未发生损失和

只发生财产损失的情况，〔５５〕所以，罚金数额稍低是合乎情理的。

　　整体来说，罚金数额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呈现一定的反比关系。所以，我们推断：被
害人损失越大，罚金数额反而越低。

　　　　图１　罚金数额均值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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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虽然 “只发生财产损失”的罚金数额均值稍高于 “未发生损失”的罚金数额均值，但因为 “只发生财产损

失”对罚金数额没有显著影响 （显著性为０．０６３），从而会出现 “只发生财产损失”的标准化系数符号为负，

而 “只发生财产损失”样本均值却高于参照水平 “未发生损失”样本均值的情况。在图１中，我们直接用样
本均值进行比较，实际上是一种一元回归分析方法；而在表３中，回归方程得到的系数是多元回归分析的结
果。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与一元回归分析结果不一致，说明其他显著性影响因素对一元回归分析中涉及的两个

变量的关系有影响。例如，在一元分析的情况下，罚金数额应当与财产损失成正比 （图１），但因为赔偿态度
变量的加入 （因为赔偿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赔偿金额），导致罚金数额与财产损失

成反比 （如表３中，“只发生财产损失”的系数为负值）。因为，在有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的情况下，行为人
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罚金数额变少。这种符号与实际样本数据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情况，比较容

易发生在没有显著差异或者虽然有显著差异但相对重要性排序不高的变量之间。所以，表 ３中 “只发生财产

损失”的系数为负值，是因为受到了其他显著性影响因素的影响，这一因素可能是我们上面分析的赔偿态度，

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对于其他少数没有显著影响或者影响不大的哑变量来说，也可能出现这种回归方程中的

系数与实际样本数值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情况。

这一点可以从拘役天数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的方差分析中看出。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只发生人身损失、只

发生财产损失、未发生损失的拘役天数均值，分别为７８．５７、８０．８６、７５．０５、５９．２６。相对于参照水平 （未发

生损失），其他三类的拘役天数均值都要高。



　　 （五）罚金刑的量刑规律和基准刑

　　从表３和表５可以看出，对于罚金判决，车型和血液酒精含量的影响同样重要；并且，
罚金数额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成反比。车型对罚金数额的影响比较大，表明罚金判决与行

为人的经济状况相关。但是，车型与血液酒精含量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同为第一，则出现如

下问题：罚金的基准刑究竟是以血液酒精含量为基准事实，还是以车型或者行为人的经济

状况为基准事实，抑或是同时以两者为基准事实。从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几乎相同来看，两

者应当同时作为基准事实。

　　当然，罚金刑的基准事实和基准刑的最终确定，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５６〕在这里，我
们只是粗略地以车型代表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以车型和血液酒精含量同时作为基准事实，〔５７〕

根据表３的全国范围模型，得到基准刑的表达式：ｌｇ罚金 ＝３．４２８＋０．００１×（血液酒精含量）
＋（－０．１１９）×（摩托车）＋（－０．０２９）×（客车和运营轿车）＋（－０．０６１）×（货车和其他车
型）。结论大致可以表述如下。当车型为小轿车：血液酒精含量为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罚金数额
为 ３２００元；１６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 ３９００元；２４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 ４７００元；３２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
为５６００元；４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６７００元。当车型为摩托车：血液酒精含量为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
罚金数额为 ２４００元；１６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 ２９００元；２４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 ３５００元；３２０ｍｇ／
１００ｍｌ时，为４３００元；４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５１００元。当车型为客车和运营轿车：血液酒精含
量为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罚金数额为 ３０００元；１６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 ３６００元；２４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
为４４００元；３２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５２００元；４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６３００元。当车型为货车和其
他车型：血液酒精含量为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罚金数额为２８００元；１６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３４００元；
２４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４０００元；３２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４９００元；４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时，为５８００元。〔５８〕

五、缓刑的影响因素和规范化

　　 （一）缓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

　　从样本数据可以得出，全国范围内缓刑判决率为 ４９．４％。其中湖南的缓刑判决率达到
９２．１％，在１３９个案例中，有１２８个案例判决缓刑；〔５９〕北京的缓刑判决率最低，在４４个案
例中，没有一个适用缓刑。

对缓刑情况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得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如表４（全国范围）。〔６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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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如果罚金刑应当以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为基准事实进行量刑，那么，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行为人的经济状况，

即用什么变量代表行为人的经济状况。

当然，这里的基准事实也应该包括参照水平。

为了方便罚金数额能够被很好地区分和记忆，这里将罚金数额的个位、十位以及小数数值去掉，仅保留百位以上

的数值。当然，基准刑也可以表述为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增量的形式。例如，当车型为小轿车时，量刑起点为３２００
元 （即ｌｇ罚金 ＝０．００１×８０＋３．４２８），血液酒精含量每增加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ｌｇ罚金”增加０．０８元 （即０．００１×
８０）。这里不能表述为罚金的增量，而只能表述为 “ｌｇ罚金”的增量，因为罚金的增量不是一个常数。
数据上，缓刑判决率最高的是西藏，达到１００％。但是，考虑到抽样时西藏的样本数不足，只有６个案例，所
以没有以之为典型。

这里的模型用数学式表达即为：Ｌｏｇｉｔ（Ｐ）＝１．８３５＋（－１．８１８）×（有同类违法行为）＋（－０．５９２）×（无合法牌证）
＋（－０．００６）×（血液酒精含量）＋（－０．３５９）×（从重情节）＋０．５５６×（自首）＋０．５７４×（坦白）＋（－０．３１２）
×（只发生财产损失）＋（－０．０３０）×（只发生人身损失）＋（－０．２４１）×（发生财产和人身损失）＋（－１．３２５）
×（东部地区）＋（－０．４７５）×（西部地区）。其中 Ｌｏｇｉｔ（Ｐ） ＝ｌｎ（Ｐ／（１－Ｐ）），Ｐ为缓刑判决率。



国范围模型中的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和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分别是 ０．１２９和 ０．１７２，预测准确率为
６６．０％，可见模型的拟合度一般。比较模型中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程度，不能看回归系数 Ｂ
的数值或者 Ｅｘｐ（Ｂ）的数值，〔６１〕而应该看标准化回归系数。从标准化系数可以看出，缓
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为：地区、血液酒精含量、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合法牌证、

同类违法行为、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交通事故发生程度。

　　通过对不同地区样本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得到各地区的模型，如表４（东部地区、中部地
区、西部地区）。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缓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为：血液酒精含

量、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合法牌证、同类违法行为、赔偿态度、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在中

部地区为：赔偿态度、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合法牌证、血液酒精含量、同类违法行为、自首坦

白及认罪态度；在西部地区为：血液酒精含量、其他从重或从轻情节、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

表４　缓刑情况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缓刑情况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全国范围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Ｂ Ｅｘｐ（Ｂ） 标准 Ｂ Ｅｘｐ（Ｂ） 标准 Ｂ Ｅｘｐ（Ｂ） 标准 Ｂ Ｅｘｐ（Ｂ） 标准

常量 １．８３５ ６．２６４ — ．８１１ ２．２５０ — １．３９５ ４．０３７ — １．１３０ ３．０９５ —

有同类违法行为 －１．８１８ ．１６２ －．２１９ －２．０６８ ．１２６ －．２９２ －２．１８１ ．１１３ －．２５１ — — —

无合法牌证 －．５９２ ．５５３ －．２７０ －．７１８ ．４８８ －．３２９ －．６５３ ．５２１ －．３００ — — —

血液酒精含量 －．００６ ．９９４ －．３８８ －．００９ ．９９１ －．５６０ －．００４ ．９９６ －．２６２ －．００６ ．９９４ －．３７６

从重情节 －．３５９ ．６９９ －．１５０ －．４６３ ．６２９ －．１８５ — — — －．６０９ ．５４４ －．２７０

自首 ．５５６ １．７４４ ．１９１ ．８７２ ２．３９１ ．３４７ ．２１４ １．２３８ ．０６５ ．５５７ １．７４６ ．１５６

坦白 ．５７４ １．７７５ ．２８１ ．９０４ ２．４６８ ．４５２ ．４６７ １．５９６ ．２０５ ．３３０ １．３９１ ．１６２

只发生财产损失 －．３１２ ．７３２ －．１３７ — — — －．８６９ ．４１９ －．３５９ — — —

只发生人身损失 －．０３０ ．９７１ －．００９ — — — －．６９０ ．５０１ －．２３７ — — —

发生财产和

人身损失
－．２４１ ．７８６ －．１０３ — — — －．９６２ ．３８２ －．４０１ — — —

积极自愿赔偿 — — — －．０４５ ．９５６ －．０１６ ．８２２ ２．２７５ ．３２０ — — —

协议赔偿 — — — －．２９８ ．７４２ －．１０３ １．４０６ ４．０８０ ．５１５ — — —

判决赔偿 — — — －．５７５ ．５６３ －．２５０ ．４９８ １．６４５ ．２０３ — — —

东部地区 －１．３２５ ．２６６ －．６５５ — — — — — — — — —

西部地区 －．４７５ ．６２２ －．２１１ — — — — — — — — —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４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７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０．１７２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７７
预测准确率 ６６．０％ ７０．５％ ６５．６％ ６１．４％

注：因变量为 Ｌｏｇｉｔ（Ｐ），Ｐ为缓刑判决率。连续变量和二分类变量的回归方法是逐步向前 （条件）

法，哑变量的回归方法是强制进入法。“Ｂ”代表非标准化系数，“标准”代表标准化系数。带有 “”号

的数据表示系数不显著的哑变量，显著性取值为 ０．０５。全国范围样本数为 ２９１２个，东部地区样本数为

１２２６个，中部地区样本数为８９８个，西部地区样本数为７８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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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Ｅｘｐ（Ｂ）即机会比、优势比、比值比，表示在其他自变量固定的前提下，该自变量上升一个单位后，上升后
的因变量结果出现的优势 （Ｐ２／（１－Ｐ２））与原来因变量结果出现的优势 （Ｐ１／（１－Ｐ１））的比值；或者说，

自变量变化一个水平 （或者等级），因变量结果出现的优势与参照水平下因变量结果出现的优势的比值。自

变量的影响力大小不能直接用机会比比较，需要计算出标准化系数后再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就是将自变量

和因变量都标准化后，进行回归得到的系数。标准化的公式为 Ｚｘｉ＝ （Ｘｉ－～Ｘ） ／σ，即被标准化后的每个数
值 Ｚｘｉ等于原数值 Ｘｉ减去自变量 Ｘ的均值，再除以 Ｘ的标准差。



　　 （二）血液酒精含量和车型的相对重要性比较

　　从理论上说，缓刑判决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血液酒精含量、交通事故发生程度、认罪
态度、赔偿态度和同类违法行为。但也有地方性司法文件强调了车型对缓刑判决的影响，

并根据车型不同，分别确定了血液酒精含量的阈值：醉酒驾驶超标两轮电动车，已经构成

危险驾驶罪，血液酒精含量在 ２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以下，符合刑法第 ７２条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
的，可以适用缓刑；对于醉酒驾驶两轮摩托车构成危险驾驶罪，血液酒精含量在 ２００ｍｇ／
１００ｍｌ以下，如果没有发生致他人轻伤以上事故且对事故负有责任的，可以适用缓刑；对于
醉酒驾驶汽车构成危险驾驶罪，血液酒精含量超过 １６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的，或者虽然血液酒精含
量在１６０ｍｇ／１００ｍｌ以下，但具有所列１０种从重情节 （从略）的，不适用缓刑。〔６２〕

　　从表４和表５可以看出，车型对全国和各地区的缓刑判决均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车型
不应该成为判处缓刑的参照标准。

　　从表４和表５还能看出，在全国范围模型中，血液酒精含量的标准化系数为 －０．３８８，
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 （坦白）的标准化系数为０．２８１，前者为后者的 １．３８倍；可见，前者
的相对重要性略高于后者。〔６３〕在东部地区模型中，血液酒精含量的标准化系数为 －０．５６０，
自首坦白及认罪态度 （坦白）的标准化系数为０．４５２，前者为后者的 １．２３倍；可见，前者
的相对重要性略高于后者。在中部地区模型中，血液酒精含量的标准化系数为 －０．２６２，赔
偿态度 （协议赔偿）的标准化系数为０．５１５，前者为后者的０．５０８倍；可见，后者的相对重
要性大于前者。在西部地区模型中，血液酒精含量的标准化系数为 －０．３７６，其他从重或从
轻情节 （从重情节）的标准化系数为 －０．２７０，前者为后者的 １．３９倍；可见，前者的相对
重要性略高于后者。整体看来，在缓刑判决中，除中部地区外，血液酒精含量的相对重要

性都大于其他规范性量刑影响因素，但高出的数值并不大；在中部地区，血液酒精含量的

相对重要性则远低于赔偿态度。

　　 （三）地区因素对缓刑判决的影响

　　从表４和表５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模型中，地区的相对重要性排在第一。从地区来
说，中部地区的缓刑判决率为 ６３．１％，比东部地区 （３７．５％）和西部地区 （５２．３％）都
高。东部地区的系数为负值，不仅说明东部地区的缓刑判决率低于参照水平 （中部地区），

而且说明东部地区缓刑判决的优势〔６４〕（０．３７５／０．６２５）要低于参照水平 （中部地区）的缓

刑判决优势（０．６３１／０．３６９）。〔６５〕西部地区的系数也为负值，说明西部地区缓刑判决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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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参见２０１４年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关于 “醉驾”犯罪审判中若干问题的解答》。２０１２年 《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关于办理 “醉驾”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也有类似

规定。上述 “解答”只是将具体的酒精含量标准有所提高，其他内容基本一致。

这里，我们不需要比较 “地区”这一非规范性因素和血液酒精含量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只需要比较血液酒精

含量与其他规范性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程度。

缓刑判决的优势即Ｐ／（１－Ｐ），其中Ｐ为缓刑判决率，（１－Ｐ）为不判决缓刑的比率。缓刑判决的优势比为 ［Ｐ２／

（１－Ｐ２）］／［Ｐ１／（１－Ｐ１）］，其中Ｐ２为自变量 （或者说哑变量）代表的水平的缓刑判决率，Ｐ１代表参照水平

的缓刑判决率。可见，缓刑判决率、缓刑判决的优势以及缓刑判决的优势比，三者并不相同。本例中，Ｐ２为

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的缓刑判决率 （０．３７５，０．５２３），Ｐ１为参照水平 （中部地区）的缓刑判决率 （０．６３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系数的解释与线性回归系数的解释是不同的。线性回归系数为负值时，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成反
比；且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因变量减少的数值即为系数的数值。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系数为负值时，虽然自变量
上升，因变量也会减小，但减小的数值 （Ｐ２－Ｐ１）并不等于回归系数，而是减小后的优势与原来的优势的比

值 （即 ［Ｐ２／（１－Ｐ２）］／［Ｐ１／（１－Ｐ１）］） ＝Ｅｘｐ（Ｂ）。



（０．５２３／０．４７７）要低于参照水平 （中部地区）的缓刑判决优势 （０．６３１／０．３６９）。〔６６〕

　　地区因素对缓刑判决的影响大，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区的缓刑判决率差别大，而且表现
在同一因素对不同地区缓刑判决的影响 （也即相对重要性排序）相差大。例如，在表 ５的
缓刑情况模型中，血液酒精含量虽然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相对重要性排序第一，但在

中部地区却排序第四；赔偿态度虽然在中部地区的相对重要性排序第一，但在东部地区却

排序第五，在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地区因素的影响大，说明缓刑判决的地区不平衡比

较严重。这会使缓刑判决失去公平性，因此，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和规范缓刑判决的

标准。

　　 （四）缓刑的量刑规律和规范化

　　总结表１、表３、表４，可以得到各种判决的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顺序，如表 ５。
从表４和表５可以看出，对于缓刑判决，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地区，其次才是血液酒精含量。
认罪态度对缓刑判决的影响也较大。

　　地区因素的影响最大，说明不同地区缓刑的适用差异很大。从理论上说，地区因素对
罚金的影响应该大于对拘役、缓刑的影响。因为罚金更多受行为人经济状况的影响，而经

济状况与地区因素相关；拘役更多受社会危害性的影响，缓刑更多受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

影响，而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与地区因素的相关性不大。可是，实践数据 （表５）却
得出地区因素对缓刑判决的影响最大，对拘役判决的影响在相对重要性排序中位列第二，对

表５　对拘役天数、罚金数额、缓刑情况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排序

因变量

自变量

拘役天数 罚金数额 缓刑情况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血液酒精含量 １ １ １ １ １ ３ ２ ２ ２ １ ４ １

赔偿态度 ３ ２ ２ — ４ １ ３ — — ５ １ —

地区 ２ — — — ６ — — — １ — — —

车型 ６ — — ４ １ ４ １ １ — — — —

合法牌证 ５ ５ — — — — — ３ ４ ３ ３ —

同类违法行为 — — — — — — — — ５ ４ ５ —

交通事故发生程度 — — — ２ ３ ２ — — ７ — ２ —

自首坦白认罪态度 ７ ３ ４ ３ ５ ５ — — ３ ２ ６ ３

其他从重从轻情节 ４ ４ ３ — — — — — ６ ６ — ２

注：表中的数字代表各因素在不同模型中影响量刑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例如，拘役天数的全国范围模

型中，血液酒精含量的数字为 “１”，代表血液酒精含量对全国范围内拘役判决的影响最大，位居第一。

“—”表示没有显著影响或者不予考虑。全国范围样本数为 ２９１２个，东部地区样本数为 １２２６个，中部地

区样本数为８９８个，西部地区样本数为７８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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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西部地区的优势比 Ｅｘｐ（Ｂ）即为西部地区缓刑判决的优势 （０．５２３／０．４７７）与参照水平 （中部地区）缓刑判

决的优势 （０．６３１／０．３６９）的比值。当然，这一优势比的数值只是约等于表 ４中西部地区的 Ｅｘｐ（Ｂ）值
０．６２２。因为０．６２２为拟合后回归直线的优势比，是实际优势比的预测值，而上述算式计算的是实际优势比。
预测优势比和实际优势比 （即直接从原始数据中得到的优势比）不完全一致。



罚金判决的影响位列第六。可见，拘役和缓刑判决的地区差异过大，其中缓刑的地区差异

尤其显著。所以，有必要规范缓刑的判决标准，使缓刑判决更加统一。

　　缓刑判决的规范化，可以从相对重要性高的影响因素入手。如果认定血液酒精含量为
缓刑最重要的影响因素，〔６７〕根据表 ４的全国范围模型，单独以血液酒精含量为影响因素，

得到缓刑判决规范化标准的数学模型：Ｌｏｇｉｔ（Ｐ）＝１．８３５＋（－０．００６）×（血液酒精含量），〔６８〕

从而得到缓刑判决的规范化标准：行为人醉酒驾驶时，血液酒精含量在 ３０５ｍｇ／１００ｍｌ以下

才能判处缓刑。如果同时认定血液酒精含量和认罪态度为缓刑最重要的影响因素，〔６９〕可以

根据表４的全国范围模型，得到缓刑判决规范化标准的数学模型：Ｌｏｇｉｔ（Ｐ）＝１．８３５＋
（－０．００６）×（血液酒精含量）＋０．５５６×（自首）＋０．５７４×（坦白），从而得到缓刑判决的规

范化标准：行为人具有自首情节时，血液酒精含量在 ３９８ｍｇ／１００ｍｌ以下才能判处缓刑；行
为人具有坦白情节时，血液酒精含量在４０１ｍｇ／１００ｍｌ以下才能判处缓刑；〔７０〕行为人配合查

处时，血液酒精含量在３０５ｍｇ／１００ｍｌ以下才能判处缓刑。

六、量刑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排序的作用

　　利用回归模型得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各种量刑影响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并根据标准化

系数排列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顺序，除了可以了解各种量刑因素对判决产生影响的具体

机制，至少还具有以下两个作用。

　　其一，确定判决的基准事实和基准刑。确定基准事实和基准刑，是我们建立回归模型
的直接目的之一。〔７１〕基准刑是统一和规范量刑的基础，是刑罚裁量加重减轻、从重从轻的

基准。基准刑对应的犯罪构成事实即为基准事实。量刑影响因素数量众多，只有相对重要

性高的规范性量刑影响因素才能成为基准事实，担当统一量刑的基础。所以，醉酒型危险

驾驶罪拘役判决的基准事实是血液酒精含量，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则需要同时考虑血液酒

精含量和车型 （或者其他代表行为人经济状况的变量）。显然，在我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

实践中，对于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都不够重视，而是简单地用血液酒精含量代替。缓刑判

决的规范化标准应当同时包括血液酒精含量和认罪态度。由于缓刑并不是一种刑罚，而是

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所以，这种规范化标准不能被称为基准事实，但其与基准事实具有相

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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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缓刑的规范化是为了消除缓刑判决的地区差异，当然不能以地区因素作为规范化标准。

Ｌｏｇｉｔ（Ｐ） ＝ｌｎ（Ｐ／（１－Ｐ）），其中 Ｐ为缓刑判决率。如果令 Ｏｄｄｓ代表缓刑判决的优势 ［Ｐ／（１－Ｐ）］，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因变量 ｌｎ（Ｏｄｄｓ）就可以表述为缓刑判决的优势 Ｏｄｄｓ的自然对数。由自然对数函数的性质可以
知道，当 Ｐ大于０．５时，Ｌｏｇｉｔ（Ｐ）大于０；从贝叶斯理论来看，此时才有判处缓刑的可能。也就是说，只有
［１．８３５＋ （－０．００６） × （血液酒精含量）］的值大于 ０时，才能判处缓刑；即血液酒精含量值小于３０５．８３
ｍｇ／１００ｍｌ时，才能判处缓刑。
理论上认为血液酒精含量和认罪态度对缓刑具有同等影响，而且实践数据上两者的相对重要性也很接近。

这里出现了坦白情节所对应的血液酒精含量高于自首情节所对应的血液酒精含量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血液

酒精含量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坦白情节的行为人被判处缓刑的比率要大于具有自首情节的行为人。这显然和

一元分析的情况不一致。这种多元分析结果和一元分析不一致的情况时常发生，原因是受到其他显著性量刑

影响因素的影响。

建立回归模型的另一个直接目的就是预测刑罚量，即建立量刑模型。



　　其二，发现量刑的地区差异。减少量刑的地区差异，是量刑规范化的重要任务之一。
量刑的地区差异不仅体现在地区这一非规范性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高，而且体现在同一

量刑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的相对重要性差异大。地区因素在缓刑判决和拘役判决中的相对

重要性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说明这两类判决的地区差异很大，有必要统一规范两者的裁

量标准。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对量刑的相对重要性，不仅在缓刑判决的不同地区间相差大，

在拘役判决和罚金判决的不同地区间相差也大。这说明对于交通事故发生程度在醉酒型危

险驾驶罪量刑中的作用，司法实践还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从而产生地区差异。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ＵＩ）ｉｎ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ｍａｎ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ｍａｄｅｔｏ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ｓｑｕａｒｅｍｕｓｔｂｅｈｉｇｈ；ａｎ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ｓｕｓｅｄ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ｒ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ｌｉｎｅｉｎ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ｓｑｕａｒｅｎｅｅｄｓｎｏｔｔｏｂｅｖｅｒｙｈｉｇｈ．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ｌｉｎｅｆｏｒ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ｏｆＤＵＩ，ｂｕｔａｌｓｏ
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ｏｆＤＵＩ；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ｆｉｎｅｄｏｎｏｔ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ａｌｃｏｈｏ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１００ｍｉｌｌｉｌｉｔｅｒｓｏｆｂｌｏｏ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２，９１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ＤＵＩ，ｗｅ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ａｌｃｏｈｏ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１００ｍｉｌｌｉｌｉｔｅｒｓｏｆ
ｂｌｏｏｄ”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ｏｆＤＵＩ，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ｓｅｔａｓ
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ｌ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ｗｅａｌｓ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１００ｍｉｌｌｉｌｉｔｅｒｓｏｆ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ａｒｅｂｏ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ａｃ
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ｆｉｎ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ｏｆＤＵＩ，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ｓｅｔａｓ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ｌｉｎｅｆｏ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ｆｉｎ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ｗｅｈａｖｅｆｏｕｎ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ａｌｃｏｈｏ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１００ｍｉｌｌｉｌｉｔｅｒｓｏｆｂｌｏｏｄ”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ｕｉｌｔ”ａｒｅｂｏ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ｏｆＤＵＩ，
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ｓｅｔａｓ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ｌ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ｒｉｖ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ｌｉｎｅｆｏｒ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６８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

方向与逻辑

陈 如 超 

内容提要：政法部门分散管理的司法鉴定体制，曾在 “文革”结束后的较长时间内

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从上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随着司法制度与庭审方式的改革，
以及过度分散管理所造成的种种弊端，最终促使国家在 ２００５年启动了司法鉴定管
理体制改革———原则上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统一管理。然而，政法部门的权力纠葛

和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社会鉴定机构、鉴定人所遭遇的重重困境，削弱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所意欲形塑的统一管理预期。为此，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 “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为实现该目标，

国家应注重在法律、法规、技术等层面实现规范性统一，然后，在操作层面合理平

衡统一管理与部门管理的权限，并充分发挥司法鉴定行业管理的作用。

关键词：司法鉴定　鉴定管理体制　鉴定机构　鉴定人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 “司法鉴

定管理决定”），标志着中国在国家层面启动了 “从分散到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

然而，改革牵动诸多政法部门，且 “司法鉴定管理决定”没有经过试点，就 “直接从纸面

化为行动”，〔１〕使得迄今十年的改革历程，既反映了政法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之争及其引发

的 “话语—规范混乱”，又暴露出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社会鉴定机构、鉴定人所面临的大量非

预期性后果，从而引起了媒体与学者的持续抨击。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三番五次提出要健全、完善统一管
理体制。〔２〕但立场不同的研究者的理论论证与制度设计，明显带有意识形态成分与部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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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重庆市２０１４年教委人文社科项目 “司法鉴定风险的管控机制研究”（１４ＳＫＣ１０）与重庆高校物证技术工程
中心项目 “转型中国的司法鉴定公信力研究”（ＬＣＦＳ１４０９１４）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霍宪丹、郭华：《中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发展范式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０６页。
如２０１４年１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 “完善统一、权威的司法鉴定体制”；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提出 “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再次要求 “健全司法行政机关

统一管理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倾向，故难以取得共识。〔３〕本文希望 “放宽历史的视界”，以 “分散—统一”这对概念，勾

勒 “文革”后至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４〕检讨分散管理的得失和统一管理的逻

辑与困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域外经验，提出健全中国司法鉴定统一管理体制的途径与

方法。

一、分散管理的结构与功能

　　行文之前，需要交代两点：一是通常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仅仅涉及鉴定机构、鉴定人
的准入条件、鉴定程序与技术标准、鉴定质量控制、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责任追究等事

项。〔５〕但除此之外，司法鉴定的资源配置，即政法部门是否可以设置、如何设置鉴定机构，

也与司法鉴定管理无法分割。而且，政法部门鉴定资源的配置模式，直接影响了鉴定管理

体制的结构。因此，探讨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显然无法绕开政法部门鉴定资源的配置

问题。二是所谓 “分散管理”是指不同主体分别管理一些鉴定机构、鉴定人，“统一管理”

则是指由单一主体对所有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管理。分散管理与统一管理因具体管理内

容的多少，而形成了一个连续谱系。但是，按国内学界的观点，统一管理就是一元主体对

所有鉴定机构、鉴定人至少实施了统一登记、注册与公告的形式化管理。按此，从 １９４９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政法部门的鉴定管理体制就呈现分散状态 （尽管当时公安机关几乎拥有

所有鉴定资源）；“文革”结束后，政法部门恢复、重建各自的鉴定体系，依然沿袭了分散

管理的结构。

　　 （一）分散管理的结构

　　１９７８年公安部修订 《刑事技术工作细则》，１９７９年国家颁布刑事诉讼法，１９８０年公安
部颁布 《刑事技术鉴定规则》，从此之后，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力量迅速发展 （表１、表２），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刑事技术组织网络。到２００５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之际，公
安系统拥有３５６０家刑事技术部门，基层 ３１３８家，占总数的 ８８．１％，区县基本全覆盖；同
时有３３１２９名刑事技术人员，区县占总数的７２．７％，〔６〕形成了独特的金字塔形结构。公安
部由此宣称：其所属鉴定资源占全国的８０％，承担的鉴定工作量占全国的９５％。〔７〕

　　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４１条第２款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法医”，明确了法院

鉴定机构的设置权。上世纪 ８０年代初，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率先在全国开展法医活体检
验，此后法院系统兴起开展法医鉴定业务的风潮。１９８６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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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６〕
〔７〕

公检法机关希望维持司法鉴定管理的分散状态，如法院内部的研究者就认为，应该加强法院相关部门对社会

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管理 （参见苏泽林主编： 《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论文集》上，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支持者则认为需要统一管理 （参见前引 〔１〕，霍宪丹等书，第１９４页以下）。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本文讨论的是公检法司四机关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其次，本文所说的全国鉴定机构、

鉴定人，主要指法医、物证与声像资料三大类鉴定机构、鉴定人；最后，司法行政机关１９９８年才获得社会鉴
定机构、鉴定人的管理权，此前其管理的鉴定机构、鉴定人过少，所以本文对２００５年之前的司法鉴定管理体
制的研究以公检法机关为主。

参见霍宪丹：《中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与系统思考》，《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０页。
参见花锋：《中美法庭科学实验室比较研究》，《刑事技术》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７页以下。
参见２００５年 《公安部关于贯彻落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进一步

加强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通知》。




